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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公众风险感知的波动与防护性措施选择是公众应对不确定

情景的一种合理反应.过高的风险感知将导致公众采取过度的防护性措施,而较低的风险感知又

会降低个体的防护意识,如忽视病毒的传染性或者危害性,不愿意采取防护措施等.因此,准确评

估公众风险感知的状态对于提高疫情防控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最近的研究表明,疫情信息及其扩

散过程、风险应对组织的社会接受度与风险责任归因等方面会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变化;疫情风险

感知、个体特征、信息沟通、政府措施等方面都会影响到公众防护性措施的采取与遵从性.该领域

今后的研究应该突出问题与需求导向,重点识别与分析公众风险感知与防护性措施决策过程的影

响因素及动态演化模式,并据此提出提升公众防护性措施遵从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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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公众风险感知成因与防护性行为表现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下简称“突发卫生事

件”)发生后,由于事态演化的不确定性、疫情信息的

不对称性,公众的风险感知会发生剧烈的波动,并采

取各种防护性措施,如搜集相关的疫情信息、转发扩

散疫情信息、产生剧烈的情绪反应、购买防护物品或

撤离疫情区域等[１,２].２０２０年３月初,根据上海精

神卫生中心对全国５万多名普通民众的心理压力和

情绪状况的调查显示:约有３５．００％的受访者遭受

心理困扰,有明显的情绪应激反应;５．１４％的受访者

遇到严重的心理困扰.另一方面,在此次新冠肺炎

疫情 (COVIDＧ１９)中,全国甚至全球各地都发生了

抢购口罩、消毒液等行为,而同样的抢购现象在

２００３年的SARS事件中也出现过.为此,重视公众

的风险感知与情绪引导,正视公众宣泄情绪的心理

需求,合理疏导公众的情绪波动与行为反应,成为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一项重要工作.
研究表明,突发卫生事件发生后,公众风险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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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剧烈波动与防护性措施的采用是公众应对不确定

情景的一种自我保护反应.樊春雷等认为,危机情

景下公众的抢购活动是一种自动的行为反应,是公

众高情绪唤醒水平导致的结果[３].孙多勇认为公众

在危机情景下表现出的抢购行为是一种基于模仿传

染的集合行为[４].突发卫生事件情景下个体采取防

护性措施的选择受到风险感知的影响,过高的风险

感知将会引发公众采取过度的防护性措施.在此次

新冠肺炎疫情中出现的抢购口罩、洗手液甚至卫生

纸,歧视疫情严重地区民众等非理性行为往往会对

社会秩序与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然而,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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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感知又会降低个体的防护意识,如轻视病毒的

传染性或者危害性,瞒报自身的健康状况,故意不采

取防护性措施等,这会影响到当地的疫情防控效果.
公众对突发卫生事件风险感知的差异性会影响到政

府疫情防控措施的实施效果.因此,准确评估公众

风险感知的状态对于防控突发卫生事件具有重要

意义.
公众风险感知是公众对某事物表达的担心或忧

虑[５],体现了公众对特定风险状态进行主观评价的

过程[６,７].公众觉察到风险出现,激发出应对风险

的心理状态,进一步产生对风险相关信息的需求和

基于主观判断的应急行为,这决定了公众将如何应

对现有和未知的风险.公众风险感知是一个搜集、
选择、理解危机信息并做出反应的过程[８１０].尤其

在以网络为主导的全媒体信息时代,公众的信息需

求、信息渠道和信息内容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

点,导致公众风险感知动态变化、不可预测,这加大

了突发卫生事件防控的难度.公众风险感知是影响

政府有效进行公共危机事件管理的重要因素之

一[１１].然而在危机情景下,危机决策者必须在相当

有限的时间、财力和物力的约束下做出关键性决策

和具体应对措施[１２,１３].所以,准确评估突发卫生事

件情景下公众风险感知的态势是政府疫情防控决策

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可在深入分析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情景下公众风险感知的动态演化过程的基础

上,通过建立公众风险感知的监测指标体系,及时监

测公众风险感知演化趋势,并采取有效的风险感知

疏导措施,从而提高政府应急管理的决策科学化

程度[１０,１３,１４].
突发卫生事件发生后,社会公众会非常关注疫

情管控态势,也迫切想知道何时能够结束,或者现有

的封闭或半封闭生活如何恢复正常,企业对复工也

很焦虑.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国外

的疫情发展日趋严峻,这就增加了国内公众对疫情

发展不确定性的感知.由于前期的隔离措施使得公

众感知到巨大的成本负担,再加上新呈现的国外疫

情的不确定性,使得公众产生明显的情绪波动或者

对未来的消极预判.一些个体出现的非理性防护性

措施或情绪宣泄(如对特定地域的强烈排斥),其初

衷可能是为了表达迫切结束“非正常状态”的愿望,
而并不是给政府“添堵”“添乱”.对此,不宜总是采

取刚性的方法回应公众情绪.片面理解公众情绪,
限制有利于情绪宣泄的渠道,可能放大和激化情绪,
给疫情防控工作制造不必要的阻力.２０２０年３月

１０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在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对
群众出现的一些情绪宣泄,我们要多理解、多宽容、
多包容,更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包括心理疏导、解
决实际困难”.习近平的讲话内容,为下一步疫情防

控工作中如何开展公众风险感知疏导、回应公众关

切指明了方向.
高度重视突发卫生事件情景下公众的风险感知

的动态监测、预警、研判与防控,需要及时、权威回应

质疑,主动发布疫情信息,积极满足公众对疫情信息

的需求、多样化地疏解情绪波动,全方位维护政府的

公信力.在信息公开方面,应强化疫情消息的效果

导向,提高公众对疫情应对措施的心理预期,降低其

对不确定性的预判.充分发挥个体采取防护性措施

的自发性(如隔离措施),及时舒缓普通公众的心理

压力.

２　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与防护性行为

的决策过程

　　２００３年春的SARS事件推动了中国政府部门

和学者对于公共危机管理的关注与研究[１２,１５].随

后的 H１N１、H７N９、埃博拉病毒等突发卫生事件以

及地震、恐怖事件等危机事件的相继发生,公众风险

感知与防护性措施的决策过程、影响机制以及引导

方式等方面成为应急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

２．１　关于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

现有的研究认为,公众的风险感知主要受到公

众个体的特征、时间、事件进展、风险信息等因素的

影响[１０,１４].本文主要从疫情信息及其扩散过程、组
织声誉与风险责任归因等方面分析其对公众风险感

知的影响.

２．１．１　疫情信息及其扩散过程

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流行传播需要公众参与,
了解当前疫情期间公众对新冠肺炎的关注尤为重

要[１６].当疫情爆发后,公众由于对潜在风险的担心

或忧虑[５],会通过不同渠道获取与疫情有关的信息,
并在此基础上对目标风险作出主观评价,即形成风

险感知[６,１７].因此,疫情发生后,为满足公众对潜在

风险的信息需求,疫情防控部门需要及时准确地向

公众公布各类信息.在危机信息的释放模式方面,

Wei等人基于对１１２起危机事件的调研,提出了危

机事件新闻信息的３种扩散模型———单调递减型、
正态型和波动型,并构建了基于３种扩散模型的定

量判别方法与信息释放策略[１８].这３种扩散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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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从危机信息流的视角出发,为描述不同类型突

发事件提供了定量化表达方式.Wei等人还根据危

机信息释放的持续时间和信息释放量,基于微博平

台构建了３种信息释放模式(集中释放、连续释放、
脉冲释放)的定量化信息扩散模型,也为社交媒体上

描述事件信息的扩散模式提供了定量化的表达方

式[１９].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危机信息的扩散量受

到人员损失、事件持续时间、事件的非常规性等因素

的影响.
公众风险感知的形成与演变依赖于风险信息的

来源、编码、传播主体、传播渠道和传播频率[１９,２０].
公众风险感知是一个搜集、选择、理解危机信息并做

出反应的过程[９,１９].通过不断搜寻与风险有关的信

息,公众对于突发卫生事件的风险感知可能随着自

身对于信息的选择性理解动态变化,即风险感知动

态演化,表明公众风险感知的形成与演变是一个贝

叶斯 学 习 过 程[２１].因 而,信 息 行 为 (Information
Behavior),即所有与信息源、信息获取、信息检索、
信息利用、信息扩散有关的行为,会对疫情信息扩散

产生重要影响.
但公众对传染病传播消息的反应,可能会导致

焦虑和风险感知的扩大[２２,２３],从而产生风险分析中

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之一,即为什么一些技术专家评

估的相对较小的风险或风险事件往往引起公众的强

烈关注,并对社会和经济造成重大影响[２４].比如,
公众对于有的威胁因素(如核电站建设产生核辐射)
风险感知过高,做出物品抢购、群体抗议、恐慌性迁

移等一些非期望的行为反应[２５].这主要是由于风

险信息在传递和社会的反应机制方面存在扩散效

应,即危险与心理、社会、制度和文化过程相互作用,
可能放大或减弱公众对风险或风险事件的反应[２４].

一方面,由于疫情信息往往无法直接到达公众,
而需要通过某些中介,比如媒体.因此,在风险信息

的扩散过程中和公众风险感知形成过程中,媒体发

挥着关键性作用[２６,２７].情景意识理论(Situational
AwarenessTheory,SAT)认为当突发卫生事件发生

时,正式的信息来源(报纸、新闻稿和教育信息)和非

正式的信息来源(社会媒体、在线评论、家庭和同龄

人的看法)共同形成了公众的风险感知[２８].现实

中,受到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对于同一危机事件,
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的报道方向(正向、负向、中
立)可能存在明显差异,这将导致公众对既定危机事

件做出不同反应(Frh,２０１７)[２９].Klemm 等通过对

媒体关于 H１N１流感的报道系统性分析指出,媒体

报道的数量、过分强调威胁而忽视对预防措施的报

道以及报道的语气均可能放大公众风险感知[３０].

Johnson关于埃博拉(Ebola)病毒新闻报道的分析

则指出,新闻报道模糊不清反而会引起公众对信息

的积极评价和对政府信任的增加,以及降低对埃博

拉病毒传播的担忧,这给如何报道新兴流行病提出

了挑战[３１].此外,媒体信息的连续性、可靠性和精

确性是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重要影响因素[３２].再

次,媒体报道对公众并非都是有效的,接受过多信息

可能导致个体高估风险,进而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

影响[３３].一项针对中国网民的心理健康调查显示,
频繁接触社交媒体的受访者受到“信息强迫症”影
响,抑郁和焦虑等精神健康问题的患病率更高[３４].

另一方面,在互联网特别是自媒体时代,公众不

再单纯地作为信息被动接受者,也充当了信息的生产

者和扩散者,体现出了人人都是媒体平台的特性[３５].
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TheSocialAmplificationof
RiskFramework,SARF)认为,社交媒体允许个人

通过对风险话题更直接、更容易的讨论来参与塑造

风险认知,且与传统媒体报道或面对面讨论相比,这
种讨论具有更高的持久性和更强的扩散性[２４,３６].

SARF也可以用于解释社交媒体上的健康信息传播

行为.首先,公众通过寻找和被动地消费信息参与

到疫情信息扩散中[３７].通过对某一疫情信息的积

极评论,信息消费者提高了其他社交网络成员获取

该条信息的可能性(现在很多平台都是基于信息的

热度比如评论数或点赞数推送消息),从而成为原始

信息的传播媒介,放大了信息的效果[３８].然而,公
众作为外行可能无法或不愿意充分分析他们遇到的

风险信息[３９],而依赖捷径(比如某些网络大 V 的观

点)来评估风险水平[４０].两项关于美国成年人分享

与新冠肺炎有关信息的研究显示,人们经常分享关

于新冠肺炎的错误说法,部分是因为他们在决定分

享什么内容时,没有充分考虑到内容是否准确[４１].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恐慌感染者在社交平台

上通过各种夸大化的描述将恐慌信息扩散出去,恐
慌易感者无法对信息作出快速判断,会尝试与更多

人进行信息交换来求证,从而加速了恐慌信息的传

播;其他处于潜伏期的民众此时容易受周围恐慌感

染者的影响,产生从众心理,转化成恐慌感染者,同
时也成为新的恐慌传播者[４２].社交媒体为快速传

播关于公共卫生风险的信息提供了一个平台的同

时,也可能扩大了风险认知,造成意想不到的后

果[４３].对于 政 府 机 构 来 说,这 些 挑 战 可 能 尤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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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４４].

２．１．２　风险应对组织的社会接受度

在疫情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信息的缺失、不透

明、夸大都会加剧恐慌情绪的蔓延,在趋同效应下加

速恐慌情绪的传播,恐慌由个体间的相互传染升级

为群体 间 的 相 互 传 播[４２].此 时,风 险 沟 通 (Risk
Communication),即个体、团体和机构就信息和意

见进行 交 换,能 够 减 少 信 息 扩 散 带 来 的 负 面 效

应[４５].要加强风险沟通须着力解决以上问题.一

方面,适当的、及时的、以数据为依据的健康信息对

于提高公众遵从意愿非常重要[４６].另一方面,权威

机构的声誉在风险沟通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

现有的研究[４７],风险情景下组织的声誉具有缓冲保

护的作用(减负效应),在灾害损失发生后可减轻组

织价值的损失,但知名度维度会成为负担(加压效

应),在灾害损失发生后加剧组织价值的损失.因

此,当危机发生时,风险应对组织的社会接受度(如
组织声誉、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公众的信任度、既有

的风险管理经验等)蕴含了风险利益相关者对其以

往及未来的评价与判断[４８,４９],从而能够可替代性地

提供风险事件判断所需要的基准价值信息.这意味

着权威机构积累足够的声誉,在面临信息不对称和

信息混杂的时候能够提高风险沟通的效果.

２．１．３　风险责任归因

归因理论认为人们总会试着去找寻那些不确定

性事件和负面事件背后的原因[５０,５１],它描述了个体

对自己或他人行为背后的原因的认知过程[５２].一

般说来,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试图对环境中或者

自身出现的一些异常信息或者现象进行一致性的解

释并试图发现因果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把行

为的原因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属于个人倾向的归

因,表现为归因于主观条件;外因又可称为情境归

因,把原因归于环境因素.而根据事件发生原因以

及治理责任的过程[５３],归因又可以分为因果归因

(AttributionofCausalResponsibility)和治理责任

归因 (AttributionofTreatmentResponsibility).
因果归因强调的是负面事件因谁而起,而治理责任

归因则强调负面事件后续由谁解决,谁应当承担治

理的责任.尽管公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起因的判

断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对治理责任的认知,但事

件的因果归因和治理责任归因的主体可能存在不一

致.例如,针对２０１３年加拿大的 SARS病毒大流

行,不少加拿大人认为事件起因为加拿大亚裔将病

毒带回国内,因此认为应由加拿大医疗卫生机构为

治理负责[５４].Yang提到公众将埃博拉病毒传播归

因到外部因素(政府、卫生管理机构等)会影响他们

的情绪管理,例如降低负面情绪以及不再采取利他

行为[５５].

２．２　风险感知的评价与分析

对于公众风险感知的评价既可用来呈现公众风

险感知随事件发展的演变规律,又可以用于预测某

一阶段的风险感知可能要达到的状态.通过心理量

表进行问卷调查[５６]是目前研究风险感知的影响因

素及差异性最有效的方法,受到学者普遍认同.例

如以飓风为研究情景,从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两

个维度探究了公众风险感知形成过程的影响因

素[５７].Leiserowitz从地理特征和群体专业素质角

度验证了美国公众对待全球气候变暖风险感知的差

异性[１１].为了研究公众风险感知的特征和影响因

素,Slovic展开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并总结出了１５
个不同的风险感知特征[５６].Lindell从危机信息流

和利益相关者风险感知的视角构建了个体防护行为

决策模型(PADM),并把公众在面对风险时采取防

护性措施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１].Wei等人引入

近因效应和重复效应等参数,构建了基于危机信息

流的公众风险感知演化模型,该模型分别运用危机

信息增长模型、利益相关者影响模型和利益相关者

记忆模型来量度危机信息释放、信息扩散与信息感

知的过程[２７].

Wei等人通过对正态型、递减型、波动型的危机

信息扩散模式进行了定量研究,并引入了应急信息

的扩散系数与遗忘系数来解释危机信息在人群中的

传导机制,发现了公众风险感知演化过程中存在滞

后效应、累积效应与跃变现象,从图１中可以看到风

险感知的滞后效应与累积效应[２７].

２．３　影响公众的防护性行为采取的因素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各国均颁布了多种防护

性措施,如社交隔离、佩戴口罩、出行限制等以降低

新冠肺炎的传染率.大量研究发现,在疫情爆发期

间公众会养成佩戴口罩、勤洗手等良好习惯[５８].问

卷调查发现,在SARS后期,公众饭前便后洗手的比

例有所提高,但锻炼、多开窗通风和主动寻求健康信

息、使用公筷等的比例均有所降低[５９].现有研究表

明,公共卫生事件情景下,公众防护性措施的遵从性

受到多种因素影响[６０].其中风险感知是影响个体

防护性措施决策的重要因素[１,６１],风险感知越高越

倾向于采取防护性措施 [６２],并倾向于采取资源需求

较少且有效的防护性措施[６３].个体特征(如年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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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正态型信息扩散规律下的利益相关者风险感知演化过程

别、受教育程度、收入、风险事件经历程度、信仰和种

族等)也是影响防护性措施采取的重要因素.
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研究进展来看,Allington

等研究了疫情期间英国居民的媒体使用情况对其防

护性措施的影响,发现使用不受管制的社会媒体(如
社交媒体)作为信息来源时,因其可能传播与健康有

关的阴谋信息,从而给公众带来健康风险[６４].Dai
等基 于 PADM 模 型 (Protective Action Decision
Model)提出一个中介模型,来解释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的政府干预及个体因素对防护性措施的影响[６５].
研究结果显示,详细的疫情信息及积极的风险沟通

等政府应急公共信息对防护性措施的影响大于驳斥

谣言.此外,政府因素可能通过个体的感知效能、积
极情绪、风险感知等因素间接影响防护性措施.

Strzelecki等探讨了谷歌趋势(GT)在监测新冠肺炎

疫情中公众个人防护设备和手部卫生方面的潜在应

用[６６].DeBruin和Bennett基于美国的样本进行了

在线调查,发现感知到更大健康风险的公众更有可

能实施防护性措施[６７].Barati等基于防护动机理论

(PMT),发现威胁、应对评估、意图等是预测伊朗医

护人员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护性措施的重要因子[６８].

Dominika等调查并发现了性别在波兰青少年的手

部卫生及个人防护行为中的显著影响,具体来说,女
性中学生的手部卫生及个人防护知识水平高于男

性,因此防护性措施表现较好[６９].Abdelrahman探

讨了影响卡塔尔居民保持社交距离的因素,研究发

现自觉性、神经质、风险感知和个人卫生习惯均影响

了社交距离,且女性比男性更热衷于保持社交距

离[７０].Taylor等发现受教育程度以及对家庭和个

人的关心程度更高的个体遵从性意愿更高,有孩子

的家庭更愿意接种疫苗,年龄越小的个体遵从性意

愿越低[７１].计划行为理论(TPB)等行为理论对于

解释不同人的行为遵从性差异具有很好的适用性.

Zhang等指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会影

响到个人的自我隔离意愿,并且态度发挥了最重要

的作用[７２].Bass等根据２００９年 H１N１爆发期间一

项针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居民的随机电话采访,发
现那些不定期参加宗教仪式的人比那些经常参加宗

教仪式的人遵守检疫命令的意愿要低得多[７３].
从采取防护性措施的群体来看,相关研究已经

探讨了一般公众、医护人员、患者及家属、医疗废弃

物处理人员、学生、艾滋病患者、性少数族群、无家可

归者等群体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防护性措施.例

如,李春辉等人制定了指导疫情期间医疗机构一线

医务人员合理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的共识,以帮助预

防医院内感染[７４].王伟和龚利华关注了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住院患者陪护人员的防护性措施,发现病

区需要重视对陪护人员进行新冠肺炎防控知识的教

育,以避免医院聚集性疫情发生[７５].郑方圆等人以

浙江省某医疗废物处置中心９０名工作人员为研究

对象,调查了不同工种工作人员的个人防护水平,以
及存在感染风险的物品或者位置对工作人员选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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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防护措施的影响[７６].赵莹颖等研究了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北京市顺义区居民对新冠肺炎的认知、态
度以及防护行为,为相关部门制定有针对性的健康

教育举措提供了依据[７７].朱凯恒等分析了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湖北省小学生的焦虑现状及其影响因

素,发现家长的焦虑状况、家长对子女学习的满意

度、亲子关系、个人防护行为正确与否和个人是否担

心 患 病 是 湖 北 小 学 生 焦 虑 的 主 要 影 响 因 素[７８].

Tucker等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在防护性措施、心理

健康、物质使用和获得服务方面是如何影响无家可

归者的[７９].
由于新冠病毒具有传染力强、潜伏期长、人群易

感性较高且临床表现多样化等特点,相关研究探讨

了公众采取的不同类型的防护性行为,如手术期防

护、个人防护用品使用、居家隔离、佩戴口罩、洗手

等.例如,陈伟和黄美近提出了在疫情期间,临床医

生要掌握新冠肺炎的相关知识,提高警惕,做好自身

的防护措施,安全有效地实施外科手术[８０].龚瑞娥

等针对临床的实际情况,对个人防护用品穿脱的流

程进行了优化调整,从而保障医务人员的安全[８１].
李靖等调查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群众居家隔离防护

依从性及其对焦虑程度的影响,发现在居家隔离防

护期群众的焦虑情绪较明显,且与群众居家隔离防

护知识知晓程度、信念态度、行为依从性有显著关

系[８２].曹素珍等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３１
省(自治区、直辖市)居民佩戴口罩这一防护性措施

的差异性,发现我国人群佩戴口罩的行为总体执行

较好,并且与疫情发展有显著的相互作用[８３].徐嫚

等人调查发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四川省居民高度

关注口罩这一防护用品并积极关注口罩使用知识,
但是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等特点的人群对口罩防护

的认识不同,因此政府机构应针对不同人群开展相

应的宣传教育[８４].曹素珍等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我国居民的洗手行为,通过分析人群的洗手情

形及时长等信息,发现了不同暴露情景下的洗手行

为及其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８５].

３　公众风险感知与行为反应的未来研究

方向

　　今后若干年全球将处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常态化

防控阶段,这就意味着公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风险感知将持续存在并呈现出动荡起伏变化的演化

形态,公众采取的防护性措施也将从试探性到标准

性、非理性规避性到理性防护性的行为模式转变.

在下一步的研究中,更应研究疫情信息扩散、个体所

在的组织与群体环境因素、疫情防控部门的措施、疫
情变化态势等方面对公众风险感知演化与行为反应

模式转变过程的影响.

３．１　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与演化过程

从公众的群体特征、感知风险的严重性、发生可

能性与风险的可控性等维度建立公众风险感知的评

价方法.可进一步探究政府应对措施、个体风险偏

好、个体所在的组织或群体特征等对于个体对疫情

的风险感知影响.由于常态化疫情防控的需要,可
研究编制出公众风险感知的监测指标体系.疫情信

息的发布形式对于公众风险感知有较大影响,为此

需要研究疫情信息的发布范式,如发布时间、发布渠

道、发布频率、图像特征、内容组织、组织态度等因素

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可基于危机信息流的观

点,整合与创新疫情信息数量增长模型、公众疫情信

息暴露模型、公众信息记忆模型等,建立公众风险感

知的动态评估模型.引入近因、复诵、线索依赖等参

数,研究疫情衍生事件发生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动态

影响.

３．２　公众防护性行为的规律与决策过程

对于疫情防控部门而言,如何提高公众防护性

措施的自发性与遵从性是防控疫情事态发展的重要

措施之一,因此,分析与评价公众对疫情的防护性措

施的遵从性意愿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使用不

同的信息处理策略模式会使得个体对信息的认知有

很大差异,进而影响到其风险感知与防护性措施决

策的选择.因此,了解公众的风险信息处理模式、公
众防护性措施决策过程对于提升公众防护性措施的

遵从性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未来的研究,可重点关

注公共卫生事件情景下的公众防护性措施类型,如
信息搜索行为、规避风险行为、减少损失行为、强化

应对能力行为等.从风险相关属性与资源相关属性

研究个体对信息关注与转发、饮食变化、健康活动、
防护性物品购买等防护性措施在不同疫情情景下的

呈现差异.研究疫情状态下公众实际的防护性措施

与政府期望的防护性措施的偏差度量,并基于这种

行为偏差建立公众防护性措施遵从性的评价指标体

系.从防护性措施决策的时间维度和意向维度建立

危机情景下公众防护性措施遵从性的评价方法.对

于防护性措施选择来看,可从疫情事件特征、信息环

境特征、与个体特征间的关系来分析个体的防护性

措施决策制定过程.还可基于启发—系统信息处理

模型(HSM)与计划行为理论(TPB),研究系统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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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式的疫情信息处理模式对于不同个体的风险感

知与防护性措施的选择影响,也可探讨信息处理模

式、疫情信息类型、公众风险感知与防护性措施决策

过程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已呈现影响范围广、健

康危害性大、扩散速度快、致病原因不明确和引发了

公众的广泛关注与行为反应等特征.虽然我国疫情

已得到成功控制,但海外疫情仍然在蔓延,且病毒的

传染性与致病机理、疫苗的研发与效果等仍存在诸

多不确定性.因此,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公

众风险感知与防护性行为的研究仍然是公共安全与

应急管理领域的研究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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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idapublichealthevent,itisareasonableresponseforthepublictocopewiththeuncertain
situationthatthepublicmaymodifytheirriskperceptionandchooseprotectiveactions．Abnormallyhigh
riskperception mayresultinpublicoverreactionswhichproducetheunnecessaryirrationalprotective
actions．Hence,itwillimprovethemanagementperformanceofpublichealtheventtomonitorandacutely
evaluatethesituationofpublicriskperception．Thepresentstudiesshowthat,thepublicriskperceptionis
affectedbytheepidemicinformationanditsdiffusionprocess,organizationalsocialapproval,andrisk
responsibilityattribution．Theadaptationandcomplianceofpublicprotectiveactionsareaffectedbyrisk
perceptiontotheepidemic,individualcharacteristics,informationcommunication,governmentalmeasures
andothers．Thefutureresearchinthisfieldcouldemphasistheproblemanddemanddriventopicswhich
includetheevolutionprocessofpublicriskperceptionandprotectiveactiondecision,andraisethepublic
policysuggestionsassociatedwiththeimprovementofpublic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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